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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語境中的90年代文學轉型

⊙ 張 霖

 

90年代文學之所以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佔有一個重要的位置，這與它處在中國社會轉型的

關口有著非常直接的關係。1992年，隨著市場經濟的全面啟動，「現代化」以豐富的物質形

式進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然而，發生在90年代的「現代化」現實卻與80年代知識份子的想

像之間存在巨大的偏差。這個偏差迫使知識界開始重新思考許多在80年代已經提出的問題，

同時，90年代文學也積極投入了對80年代文學乃至思想的重新認識，並由此發生了文學的轉

型。

鑒於90年代文學轉型與80年代文學間的密切關係，本文將以80年代文學作為參照系，通過比

較的方法，從文學發生語境、作家身份和文學核心問題三個方面，展現90年代中國文學變化

的路徑。為了能夠體現這種變化的連續性，本文中所涉及的作家、作品和文學論爭並不以

1990年為上限，因為自80年代中後期以來，隨著先鋒小說形式試驗的開始，文壇內部就已經

傳達出文學轉型的信息。

一 文學發生語境的變遷：從想像的「現代化」到現實的「現代化」

中國的「現代化」問題，與80、90年代文學的發生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然而，在這兩個十

年中，作家對這一問題的態度卻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在80年代初，「現代化」一詞具有神聖

的號召力，它不僅是徹底解決中國問題的整體性方案，又是中國人未來生活的理想形態，並

且成為衡量中國社會生活，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進步程度的指標。文學作為文

化的重要領域，同樣要搭上「現代化」的快車，當時的作家們都熱衷於思考「文學與現代

化」之間的關係，並認為由於現代化的推進，「文學的黃金時代已經來臨」。1 與此同時，

流行於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30年代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思潮被作為「現代化」的美學代言

引進了中國文壇，並借助「現代化」的光環佔據了非常有利的理論高地。以至於在80年代

初，「現代派」、「現代主義」和「現代化」這幾個概念往往被當作可以相互涵蓋的術語來

看待。即使是對西方現代派的文藝主張持謹慎態度的學者也認為，「我們將實現社會主義的

四個現代化，並且到時候將出現有我們現代派思想情感的文學藝術。」也就是「建立在革命

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兩結合基礎上的現代派文藝。」2而馮驥才就直接將「現代

派」與「現代化」並舉，他興高采烈地呼籲：「社會要現代化，文學何妨出現『現代

派』？」3

然而，這裏要特別注意的是，80年代中國文壇對現代主義和現代化關係的理解存在嚴重的誤

讀。實際上，西方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發生是以人類對工業化（也就是現代化）進程的激烈

反抗為前提的。但在80年代，當人們在談論「現代派」或「現代主義」時，往往單方面強調



它是現代化的歷史產物，卻忽略了現代主義與現代化之間存在深刻的文化矛盾。也就是

說，80年代中國的現代主義文學非但無意於反抗現代化，反而是以現代化的名義取得其合法

地位，並使文學擺脫了政治的束縛，開創了獨立的審美空間。

有趣的是，中國文壇雖然臣服於「現代化」的宏大敘事，但是它從現代主義思潮中吸取的懷

疑精神卻對包括「現代化」在內的一切具有神聖性的權威話語保持了某種直覺的警惕。80年

代後期，莫言創作了構思相當精巧的中篇小說《築路》（1986年）和短篇小說《飛艇》

（1987年）。但它們卻一直沒有引起批評界足夠的注意。

《築路》講述了一個發生在文革中的故事，一群犯有過失的農民被集合在一起，以革命的名

義日复一日地參加懲罰性的築路勞動。他們既不知道這條路通向何方，也不知道要修到何

時。終於，在小說的結尾，一輛轟鳴的壓路機在厭煩與絕望的農民面前停下來，一個青年人

跳下駕駛艙，帶來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的消息，並宣布他將作為新一任隊長領導他們繼續築

路。

《飛艇》是一個頗具荒誕色彩的作品。它的內容很簡單，是說一艘裝載炸藥的軍用飛艇在一

個以討飯為生的村子裏墜毀，這給貧窮的農民以強烈的心理震撼。他們頭一次見識了飛艇爆

炸的威力，頭一次吃到了空軍的免費大餐，頭一次為一顆未清理的炸彈而感到恐懼和亢奮。

莫言用一種激動的語調描寫出農民內心的焦慮，「這一夜全村裏都響著一種類似鐘表跑動的

嚓聲，大家都忐忑不安、又是滿懷希望地等待著一聲巨響。」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兩個作品被忽略並非偶然。在《飛艇》中，作者讓代表「現代文明」的

飛艇突然從天而降，以絕對出人意料的方式闖入仍然在生存線上掙扎的中國農民的日常生

活。在叫花子眼中，「飛艇爆炸」既給他們的卑微的討飯生活帶來了不同凡響的美感，也給

他們的飢餓處境帶來了切實的物質利益。飛艇的巨大威力和空軍的富足與村民的愚昧、貧窮

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它將飛艇所象徵的「現代文明」在前現代中國的異質性暴露無遺。正如

小說結尾所暗示的，「現代文明」就是那顆遺留在村子裏的「美國定時炸彈」，中國人在內

心深處始終對它懷有某種恐懼。而《築路》則是一篇寓意更為深刻的小說，在故事的結尾

處，那幾個農民的命運並沒有因為歷史的變革而發生根本的變化。借助文學的隱喻，作家辨

認出「現代化」與「革命」一樣，不過是某種神話和想像，並以獨特的文學方式向讀者傳達

出他對「文化革命的金光大道」與「現代化的金光大道」的雙重質疑。因此，在80年代文學

對現代化的熱烈向往中，這種對「現代化」的恐懼和疑慮則很難引起評論家的重視和認同。

直到90年代初，商品社會的殘酷現實打破了知識份子關於「現代化」的美好幻想。人們清楚

地看到，市場經濟並沒有給社會帶來公正和平等，反而引起了更多難以克服的社會矛盾。面

對想像與現實的嚴重偏差，啟蒙知識份子開始意識到當代中國的精神危機不僅是傳統文化的

惡果，更是「現代化」的產物。

「現代化」的危機對90年代文學的轉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普遍失望的情緒下，90年代文

學一掃樂觀明朗的基調，不得不重新思考它所面對的現實。和80年代蔣子龍在《喬廠長上任

記》中廠長喬光樸從集體和國家利益出發對「現代化」的強烈渴望不同，90年代文學對「現

代化」的質疑是從個人欲望的滿足開始的。在年輕的作家筆下，「現代化」的面目逐漸曖昧

起來，它不再是國家昌盛和民族富強的代名詞，反而指向對欲望的無止境的追求。於是，以

王朔為開路先鋒，一批書寫欲望的城市故事湧現出來，比如他的《頑主》、《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浮出海面》，劉恒的《黑的雪》，賈平凹的《廢都》，格非的《欲望的旗

幟》，何頓的《生活無罪》等等。「欲望」作為「現代化」的代名詞全面進入文學和生活，



成為90年代中國最普遍的夢想。在此類欲望追逐的作品中，邱華棟和他雄心勃勃的城市奮鬥

故事逐漸凸現出來。他喜歡把他的人物比作巴爾扎克小說中的外省青年。他們和喬廠長一樣

對未來充滿焦慮，但是，這焦慮與國家的遠大目標毫無關係，它只和個人奮鬥的成敗緊密相

連。在邱華棟的敘事中，「城市」是欲望的真實載體，對他充滿強烈誘惑和震撼。因此，壯

麗的城市景觀在他的小說中幾乎俯拾皆是：

有時候我們驅車從長安街向建國門外方向飛馳，那一座座雄偉的大廈，國際飯店、海關

大廈、凱來大酒店、國際大廈、長富宮飯店、貴友商城、賽特購物中心、國際貿易中

心、中國大飯店，一一閃過眼帘，汽車旋即又拐入東三環高速路，隨即，那幢類似於一

個巨大的幽藍色三面體多棱鏡的京城最高的大廈京廣中心，以及長城飯店、昆侖飯店、

京城大廈、發展大廈、漁陽飯店、亮馬河大廈、燕莎購物中心、京信大廈、東方藝術大

廈和希爾頓大酒店等再次一一在身邊掠過，你會疑心自己在這一刻置身於美國的底特

律、休斯敦或紐約的某個局部地區，從而在一陣驚嘆中暫時忘卻了自己。（《手上的星

光》）

在當代中國，從未有作家像邱華棟這樣如此準確詳實地复現城市的街道。當他把北京真實的

地名和建築羅列在紙上的時候，讀者和作者一樣感到激動和震驚，那曾經鞭策過喬廠長的現

代化之夢已然變成現實。面對可怕而偉大的城市，面對陌生而真實的現代化，邱華棟並沒有

崇高的勝利感，物質的強烈刺激使他激動萬分，而嚴重的貧富懸殊又讓他感到自己極端的無

助和渺小。因此，他的人物與莫言筆下驚恐的農民有幾分相似：「我們倆多少都有些擔心和

恐懼，害怕被這座像老虎機般的城市吞吃了我們，把我們變成硬幣一般更為簡單的物質，然

後無情地消耗。」很顯然， 80、90年代作家對現代化的焦慮並不相同。這充分說明，以國家

利益為終極目標的「現代化」已經被以個人幸福為最終價值的「現代化」所取代。

二 作家身份的改變：從啟蒙知識份子到民間人物

隨著中國「現代化」神聖性的瓦解，中國知識份子不得不反思自己依托於這一進程的「啟蒙

者」和「代言人」角色的合法性。早在1988年王蒙就看到，文學熱的降溫並非壞事，這種變

化說明「我們的國家正在發生巨大的、歷史的變化。社會心態也在變，……不喜歡目前的種

種文學現象是可以的，但誰也無法不讓它變化。」4正如他指出，政治烏托邦不再是中國社會

的核心問題，而發展經濟、追求利益則成為驅動社會運轉的第一推動力。正是在此歷史情境

中，文學對社會、人生的指導意義和訓誡作用土崩瓦解了，90年代文學開始發生歷史的轉

型。

當學術界還在為商業大潮對人文精神的沖擊而大發感慨的時候，作家已經將批評的矛頭指向

了知識份子內部。1990年，王安憶連續發表了《叔叔的故事》、《歌星日本來》和《烏托邦

詩篇》三部中篇小說，深入思考80、90年代知識份子身份轉變的問題。其中最有影響的是

《叔叔的故事》。在這個文本中，王安憶首次站在個人立場，對80年代知識份子的群體身份

認同提出質詢。她用集體記憶中「叔叔的故事」與「我」的個人記憶中的「叔叔的故事」相

互沖撞，最終完成歷史與現實的相互質疑。王安憶反覆使用兩個同樣的句式強調她所感受到

現實與想像之間的根本矛盾：「叔叔」的警句是，「原先我以為自己是幸運者，如今卻發現

不是。」而「我」從「叔叔」的感慨裏聯想到自己，「我一直以為自己是快樂的孩子，卻忽

然明白其實不是。」這裏，王安憶已經向讀者暗示出她寫作的主題：這是一個關於失敗和幻

滅的故事。為了進一步證明這種挫折感，作者又安排了一個「叔叔」試圖征服德國女孩的故



事。當女孩用德語喊叫著拒絕「叔叔」的要求的一瞬間，她恢復了第一世界的身份；而惱羞

成怒的「叔叔」也操著小鎮的粗話俚語破口大罵。國際化的旅行和演講既沒有改變「叔叔」

的第三世界身份，也沒有使他成為真正的啟蒙者。王安憶將《叔叔的故事》看作「對一個時

代的總結與檢討」，「它使我發現，我重新又回到了我的個人經驗世界裏，這個經驗世界是

比以前更深層的，所以，其中有一些疼痛。」5而她的疼痛正是對80年代的集體幻覺的嚴肅質

疑。

在文學轉型的過程中，隨著啟蒙知識份子的退場，作家的身份迅速分化。相當一部分作家放

棄了發言權，向小市民價值觀靠攏。「新寫實小說」 正是在此風氣下異軍突起，贏得文壇的

廣泛注意。無論是自命清高的「小林」（《一地雞毛》）、勤勤懇懇的「印家厚」（《煩惱

人生》）、還是野心勃勃的「七哥」（《風景》），他們的憤懣和反抗終究歸於馴服和順

從。主人公的無奈和敘述人的沉默傳達出「新寫實」作家的世界觀。方方認為，「一個人面

對一個龐大的社會，他是一個極小極小的生物。他十分地軟弱，十分地卑微。……你唯一要

做的便是：人家怎麼活，你便怎麼活；叫你怎麼過，你就怎麼過。」6很顯然，在90年代初，

生存重壓超過了80年代形而上的哲思。先鋒作家余華的論調與方方並無二致，「人是為活著

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一時間「苟活」成為中國人生存

狀況的基本寫照，甚至被稱為「高尚」7。

由於作家對下層民眾生活圖景的重新關注，作家以甚麼身份進行寫作的問題再次提出。對

此，莫言有一個非常簡明的提法。他將為人民的寫作分為「為老百姓寫作」和「作為老百姓

寫作」兩個方面。他認為，前者是作家把自己擺在比老百姓高明、也比人物高明的位置上來

寫作，這實質上是一種偽民間的寫作、一種准廟堂的寫作；而後者才是「真正的民間寫

作」，因為作家與老百姓和人物間是一種平等關係的寫作。8莫言的話表明，「民間人物」的

身份代替了知識份子的啟蒙者、代言人的角色，得到了相當廣泛的認可。而正是「民間」這

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及時地緩解了知識份子的失落感，幫助他們在體制之外，在意識形態之

外重新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

隨著學術界對「白洋澱詩歌群」和《今天》等民間刊物的重提，大批體制外的青年詩人、作

家開始自覺地區別於王朔輕鬆而投機的小市民寫作方式，有意識地承擔起與中國固有的文學

體制（雜誌、出版、組織等）相對抗的歷史使命。1998年5月，南京的三位青年作家朱文、韓

東和魯羊共同策劃，並以朱文的名義發起了「斷裂」行為。這一旨在挑戰文學秩序的問卷調

查活動引起了評論界的廣泛關注。韓東聲明他們的動機：「我們想做的只是放棄權力。」9然

而，他卻很難找到實踐其文學主張的「民間人物」。雖然他認為食指、王小波可以充當這一

代表，但是，有留學背景的王小波素以信仰「理性」、愛讀翻譯小說著稱，讓他來對抗西方

話語顯然不甚恰當；而用食指樸素的真誠來抵抗強大的意識形態則顯得過分孱弱。儘管如

此，仍然有人認為「斷裂是帶有某種革命性的行為」10。因為，「斷裂」行為至少表明了知

識份子拒絕不合理的利益的良知和勇氣。韓東發現，正是現行的文學秩序和原有的計劃經濟

體制的殘留形式──比如權威雜誌、各級作協──控制和異化了中堅知識份子。只有沖破這

一物質羅網，知識份子才有可能保持精神獨立。當然，韓東的「民間」設想和他的「斷裂」

行為有著相當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這使得「斷裂」的精神很難在現實中得以實現，因而它

對體制的對抗力量也就非常有限。

三 文學核心問題的轉移：從形式實驗到道德探險



前文提到， 80年代文學對「現代化」的推崇催生了中國現代主義的本土實踐。在80年代中後

期，文學的現代化衝動表現為對文學獨立性的不斷探求。一種對政治、歷史和現實持疏離態

度的「純文學」觀念逐漸形成，而先鋒作家花樣翻新的形式試驗正是其典型代表。早在1984

年，馬原發表了他的《拉薩河女神》，將「個人」從現實、歷史、集體中分離出來，通過敘

述人誇張地技巧表演來強調自我對世界的認識能力，沖決意識形態對文學的鉗制。而余華在

《虛偽的作品》一文中聲稱，「生活是不真實的，只有人的精神才是真實」。先鋒作家對

「真實」的質疑原本是要揭露歷史決定論的虛妄，然而，無論是馬原的《虛構》還是格非的

《青黃》，他們不僅否定了「必然如何」的認識方式，而且連「真實」本身也化為烏有，個

人對「意義」的探尋只剩下一個徘徊不前的躊躇姿態，而價值判斷自然落入虛無。既然「意

義」和「價值」都不存在，那麼，先鋒作家標榜的個人經驗的獨特性也只能局限在天才的白

日夢之內，它與現實失去了聯繫，二者之間的緊張關係遂不复存在。

90年代初，不少作家仍然希望用80年代的「純文學」理念抵禦商業大潮的沖擊。然而，在意

識形態真空的90年代，「純文學」所標榜的疏離政治的態度已經逐漸失去了現實意義；而

且，隨著意識形態「不爭論」理論的提出，文學對現實的解釋功能被進一步限制。在這個特

殊的歷史、經濟環境中，「純文學」退守藝術聖殿的自衛姿態非但沒有加強文學的現實批判

功能，反而使其不及物性空前加強，「文學危機」也就在所難免。

90年代初的「文學危機」一方面表明以「現代化」為軸心的80年代文學秩序的解體，另一方

面也意味著新的文學觀念的生成。特別要指出的是，90年代初關於文學危機的檢討是在「人

文精神」大討論的思路中進行的，因此，90年代對文學問題的思考不可避免地由回避價值判

斷轉向了對知識份子道德責任的重新關注。而那些曾經引起爭論的作家，如王朔、陳染、朱

文、衛慧、棉棉等人，他（她）們對文學觀念的最大沖擊都是從「道德問題」開始的。

當然，80、90年代文學核心問題的轉移並不是突然完成的。在80年代後期，隨著商品經濟的

發展，「人與物質的矛盾」逐漸凸現出來，價值危機初露端倪。蘇童對「物欲對人的圍困」

這一主題有著相當的敏感，這使他成為80、90年代文學轉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過渡性人物。

在蘇童的小說中，「物欲」總是「惡」的代名詞。從他80年代的「楓楊樹故事」到90年代的

「香椿樹街故事」，對於物欲的嚴厲譴責一直貫穿著蘇童的文學世界。他的人物總是因為極

其簡單的物質欲望而相互仇恨，或者是一雙鞋（《回力牌球鞋》），或者是兩片齒輪（《稻

草人》），或者是一籃桂花（《桂花樹之歌》、《桂花連鎖集團》）。在其作品中，富有者

往往出身赤貧，他們對物質的佔有欲也就特別難於滿足。在《罌粟之家》中，地主劉老俠的

白痴兒子演義繼承了餓鬼祖先的好胃口，不停的偷饃吃，一邊吃一邊說：「我餓我殺了

你。」在《米》的結尾處，蘇童明確地表達出對物質的迷戀和仇恨。對城市充滿仇恨的五龍

拖著殘敗之軀，帶著整整一車皮的米，衣錦還鄉。「可是除了這些米我還剩下甚麼？」這是

五龍最後的感慨和疑問，也是農業中國對「商品社會」的價值批判。

在前衛形式的包裝下，蘇童對物欲的否定並沒有越過重義輕利的傳統價值觀。然而，在90年

代，這一價值體系受到了嚴重沖擊。「物欲」代替了終極關懷和意識形態的中心位置，一種

以滿足個人欲望、實現個人幸福為前提的實用主義價值觀迅速形成。

價值觀的嬗替，正是80、90年代文學轉型的重要部分。而對社會道德和價值觀的激烈否定始

於王朔。他以冷嘲熱諷的方式揭露出革命、權威、知識、愛情、青春、人生、理想等等神聖

概念的虛偽本質。但是，靠通俗文學、大眾文化起家的王朔既不會得罪老百姓，也不會肆無



忌憚地挖苦老幹部，與意識形態發生公開的正面衝突。他將批評矛頭對準啟蒙知識份子，因

為他和他們一樣，都是現行制度的受制者。儘管王朔嚴重地破壞了啟蒙知識份子價值重建的

努力，但他的出現畢竟卻除去了籠罩在革命、現代化、啟蒙等權威話語頭上的道德面紗。

在90年代文學中，女作家以更引人矚目的方式加入到道德探險中來。在陳染對女性私人生活

的大膽剖白中，她試圖通過「黑衣」、「禿頭」、「隱居」、「同性戀」等等特立獨行的行

為擺脫公共道德對個人，特別是女性的控制。在小說《私人生活》中，女主人公倪拗拗最終

躲進了浴缸，她和鏡子相伴，試圖以自閉的方式達到肉體與精神的自由。然而，由於放棄了

女性對歷史、政治的發言權，過度「私人化」的「女性寫作」很快就耗盡了對公共道德的批

判力，逐漸淪為商業的籌碼。

90年代後期，女性寫作的商業化趨勢被一批更為年輕的「美女作家」推向高潮。衛慧、棉棉

打著「身體寫作」招牌，以別致的語言和放縱享樂的價值觀迅速引起社會的廣泛注意。雖然

衛慧、棉棉同樣暴露了大量女性私生活的內容，但她們並不特別為某一性別抗爭，而是為維

護「新新人類」的生活方式抗爭。在她們筆下，除了代表道德秩序的「父親」往往面目可憎

之外，作為情愛對象的男人並不是壓迫者的化身。相反，男人是她們美好身體的伴侶、殘酷

青春的證人和進入世界的門票。而且，她們對愛情、青春、和世界不抱任何幻想。衛慧說：

「日常生活就是毫無意義的繁瑣。」（《像衛慧那樣瘋狂》）棉棉說：「有人喜歡把青春和

幸福混為一談，那天我卻把青春和失控混為一談，我覺得我的青春是一場殘酷的青春。」她

甚至表示「要用最無聊的方式操現在操未來。」（《九個目標的願望》）衛慧、棉棉希望通

過沖破「性」禁忌來實現自我。遺憾的是，寫作對於她們來說不過是一件前衛的艷裝，有明

顯的自我標榜意味。因此，衛慧會經常提到她寫作時的裝扮：「很多時候我戴著我漂亮的墨

鏡坐在電腦前發呆。」11儘管她們的寫作在很大程度上被商業文化所吞噬，但是，和王朔、

陳染一樣，她們的叛逆行為反映出一個價值漂移的時代裏青年人尋找新的道德基准的歷險過

程。

對道德底線最具價值的探索來自一位年輕的作家──朱文。他以一個拜金主義者的面目發出

「我愛美元」的呼喊，第一次赤裸裸地表達出90年代中國人對金錢和性的熱切渴望。雖然我

們已經在蘇童的小說中見識過欲望的可怕力量，但它並沒有破壞善、惡的二元對立，因此不

會對倫理價值構成消解。而朱文則不同，他公然宣稱，「金錢」是純潔的媒介，它幫助我們

換取自由和尊嚴；「性」是生活的必需品，它讓人們保持身、心的平靜和健康。而「物質的

滿足」是精神自由的基礎階段。「欲望」是人的合理要求，我們必須誠實地面對它，積極地

解決它，「壓抑」只會導致瘋狂和變態。因此，在《我愛美元》中，作為兒子的「我」為父

親製造各種各樣的機會，希望他能夠承認「性」的發生是自然合理的。但是，無論兒子怎樣

唆使，父親總能在關鍵時刻適可而止。在這個故事中，「性」成為兩代人不同價值觀的檢測

器。「我」和父親都承認「性」是成人世界的現實，只不過在父親看來那是罪惡，應該被嚴

格限制；而「我」認為那是需要，應該被充分滿足。非常荒誕的是，最終「我」沒有能夠誠

實地滿足自己的欲望，父親也沒有真的破壞他的體面，並不是出於所謂的「善」的固執，而

是因為貧窮的限制：「我」和父親湊不夠妓女的嫖資，只得選擇放棄。

朱文正是通過金錢對人的行為的控制揭露出公共道德背後所掩藏的謊言。與王朔不同，朱文

並不認為底層民眾在道德上更優越，在《五毛錢的旅程》中，「貧窮」不再天然產生美德，

乘客和售票員對車費的爭奪只意味著貪婪；在《胡老師，今天下午打籃球嗎》中，老實的教

員對命運的「忍受」不再具有余華所謂的高尚感，欲望的壓抑激發出的竟是亂倫的瘋狂。 在

90年代文學中，朱文對道德的否定真正觸及了傳統倫理道德的基石。他不但承認「物欲」的



合理性，而且撕毀了「窮人」的道德神話。在他看來，「一個不正視性的人，是一個不誠實

的人。」12這就是朱文為我們的時代制定的道德底線。

四 結 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90年代中國文學的發生和演變，非但沒有脫離80年代文學

發展的軌跡，反而是對80年代所提出的諸多問題的重新顯影。儘管它並未走出80年代的「現

代化」語境，但是，90年代文學所展現出的「現代化」現實卻驚人地暴露出80年代文學、乃

至整個80年代知識界對「現代化」的不切實際的想像。在這個意義上，對90年代文學變化的

考察無疑為研究者重新認識80年代文化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而更重要的是，在對社會現

實的直接觀察中，知識份子和作家開始重新確立自己與大眾的關係，而文學也積極加入價值

重建，再次與社會發生了緊密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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